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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汉魏之际的社会变动，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另一些人则认为是

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逆转或畸形发展。然而，这两种观点都强调了依附关系和自然经济的发展。这篇论文讨论了

依附佃农制从战国至汉；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形成，商品经济的上升和自然经济的衰落；国家、地主和农民之间

关系的历史变化。作者把观点建立在战国至南北朝的社会变化上，指出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是在一个固定的社

会经济形态内进行的——封建地主制经济；这种变化不是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也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逆转或

畸形发展，而是在社会运动中产生的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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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变动比较明显的时期。对这种变动的性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认

识。一些学者认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逆转或畸形发

展。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却有相似的论据，即强调魏晋南北朝依附关系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强化。

依附关系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强化，确实是汉魏之际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但这种变

化的根源，早已埋藏在战国秦汉社会的土壤之中。本文打算从分析这些现象的来龙去脉和形成

原因入手，对汉魏之际社会变迁的性质发表一些不同于上述两种主张的看法，并求教于学界的

同仁。 

 

关于依附性佃农的发生和发展 

主张汉代是封建制社会的学者与主张汉代是奴隶制社会的学者的分歧，看来主要已不在于

奴隶在劳动者当中是否占大多数，而在于大多数劳动者是自由民还是具有依附性的身份。他们

当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把东汉末年以后依附性租佃农的出现作为封建化的主要标志，对租佃

关系和依附性佃农产生的时间估计较晚。例如唐长孺先生认为，秦汉是亚洲型的奴隶社会，奴

隶被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在生产领域并不占主要地位，自耕农在全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

汉武帝以后从自耕农中分化出部分佃农，但他们的身份是自由的，直到东汉末年才出现依附性

的佃农。东汉以来“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的过程，到西晋最后完成，这也就是大量自耕农和自

由佃农封建化的过程1。何兹全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汉代有自由民（编户齐民）五千万，奴隶则

只有六七百万；他们通过奴隶的解放（主要发生在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以后）和自由民的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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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发生在东汉末年战乱时期）的途径，到魏晋南北朝，大部分转化为豪族、寺院的依附民2。 
在这里我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一是中国租佃关系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二是依附性

佃农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一、 租佃关系的产生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云： 

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

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颜注曰：“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豪富家田，十分之

中，以五输本田主也。”） 

按照董仲舒的说法，租佃制是战国时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后，在土地私有、贫富分化的条件

下，由庶民地主（所谓“豪民”）首先采用的一种封建性的剥削方式。 

但不少学者对这一记载抱怀疑或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条孤证；战国时仍然实行国家授

田制，不可能产生租佃制，董仲舒只不过是在托古说今（汉武帝时代）而已。其实，不但是董

仲舒，汉代许多政论家（如荀悦、仲长统等）都把以实行实物分成租为重要特点的豪强地主经

济的发展，溯源于战国时期井田制的瓦解；董仲舒的说法是被当时的人们所普遍认可的。战国

时代国家授田制似乎仍然在维持，实际上已经残破，贫富分化严重，农民土地不足或丧失土地

已经成为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甚至在商鞅变法以前即已存在。例如，与商鞅同时代的孟子，

曾痛陈“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

惠王上》），商鞅也指出三晋不少农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并为此制定了“徕民”政策（《商

君书·徕民》）。在秦本土的农民中，也有“豪杰”和“要靡”的分化。《管子》谈到“贫富不訾”（《揆

度》），“民有相百倍之生（产业）”（《国蓄》），不但有“无食”“无种”“无本”（《揆度》）的

贫苦农民，而且有全无土地家财，因而不属纳税对象（“无赋”）的老百姓（《禁藏》）。当时

人们用“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这一赤贫的阶层3。“民”中的另一极是豪富，即庶民地主。“富者田连

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正是对这种贫富分化中最有典型意义的现象的一种概括，这并非董仲舒

的杜撰。新兴的庶民地主没有原来贵族领主那种直接统治农民的权力，他们可能而且实际采取

的经营方式是使用奴隶、雇工直接经营和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而收取地租，这也是贫困破产的农

民几条主要出路。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就是所谓“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我们知道，

战国时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一夫百亩”、亩产二石的水平，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生

产的粮食，他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庭人口食用一半就大致够了，还有一半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提

供出来，这就是《管子》所说的“民食什五之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实行“见税什五”
的租佃制。而这一基础，战国时代确实已经具备4。 由此亦可见董仲舒所说决非虚言。出身农

民的苏秦曾向往当一个拥有“洛阳负郭田二顷”的小地主，这二百亩田可视为当时取得地主资格

的最低土地限额，而它是按照“见税什五”的标准计算的。因为至少拥有二百亩地，以“见税什五”
的租率出租，才能获得相当于或超过一个“一夫百亩”的自耕农全年的粮食收入，过上不劳而获

的地主生活5。这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见税什五”的租率和实行“见税什五”租佃制的庶民地主。 

在庶民地主可能采取的三种土地经营方式中，租佃制是比较适合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及其发

展的。《吕氏春秋·审分》记载一个庶民地主6比较了“众地”（雇工集体耕作）和“分地”优劣，

得出“分地则速”的结论。所谓“分地”，即把土地分給农民包干，这是租佃制的先声，或者竟是掩

盖在雇佣或伇属关系之下的一种租佃制7。后世的租佃制或称为“分田”，如王莽所说的“分田劫

假”8，荀悦所说的“分田无限”，东汉黄香传所载魏郡公田的“与人分种”，曹魏屯田实行的“分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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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都是指租佃制，它们与《吕氏春秋·审分》所说的“分地”，显然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

充分证明了《吕氏春秋·审分》所作分析的正确性，在地主制经济的诸种经营方式中，租佃制

表现了最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起作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的一条是，春秋战

国以来中国形成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而这种技术体系对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奴隶缺乏生产积极性，难以精耕细作；雇工成本高、也难以监督；唯有分租最便

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秦汉时代，私人和公家租赁土地还有一个名称——“假”。《汉书·食货志》：“豪民侵凌，

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颜师古注：“假，亦谓贫人赁富人田也。”西汉在京畿地区

设“稻田使者”，又称“假稻田使者”，负责把政府掌管的稻田“假与民收其税入”9。李贤注《后汉书·孝

和孝殇帝纪》说：“假，租赁也。”这种“假田”，也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我以前读《睡虎地秦简》，

看到其中有官府向百姓“假”铁器的记载，如“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勿责。”“百
姓叚（假）公器及有责（债）未赏（偿）者……”10曾想，既然铁器可以“假”，土地是不是也可

以“假”呢？后来在《龙岗秦简》果然发现有“假田”的记载： 

诸以钱财物假田 

黔首钱假田已11 

龙岗秦简的时代在秦统一前后，它所反映的国有土地租赁的情况应不晚于战国末年。这说

明，在庶民地主中首先实行的租佃制，很快就推广到国有土地上去了。反观《睡虎地秦简》的

有关记载，那些铁器很可能就是向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出借的，由于已经收取了地租，铁器损

坏后就不必赔偿，其中包含了保证国有土地生产正常进行的意义。秦代假田似乎还推广到了边

郡。《史记·匈奴列传》载秦始皇派蒙恬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后，“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裴骃《集解》云：“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据此，“北假”是由于秦在这

里实行“假田”而得名的，后来成了地名，汉代仍然一直在这里设置田官，负责“假田”的事务。 

总之，租佃关系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关于租佃制的早期的直接记载

确实不多，这大概是由于它往往隐藏在雇佣或役属关系之下，到汉代才逐渐显山露水。王莽篡

汉后，在对汉朝政府的指责中指出： 

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所得不足以自存。

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 

荀悦《前汉纪》评论汉文帝三十税一诏时也指出： 

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

侈，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於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

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 

这两条史料都是被人们征引得烂熟的。我之所以再次迻录于上，是因为他们是以权威者的

身份（一个是长期执掌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一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讲述当代（汉代）的普遍

情况，这是任何个案的例举所无法取代的。他们都指出了汉代豪强势力的膨胀和豪强地主普遍

实行收取实物地租的租佃制剥削方式。与汉代其他文献相参证，不难看出，至迟汉武帝时代，

庶民地主中的豪强势力已经坐大，租佃制已经成为地主制经济的主导经营方式。汉武帝时代，

决不是部分佃农开始从自耕农中分化出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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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附性租佃关系的产生 

依附性租佃关系并非东汉末年才产生的，它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考察战国秦汉的依附关

系的发生发展，应该把下面两种情形区分开来：一种依附关系是过去的领主贵族遗留下来的；

另一种依附关系是在新兴的庶民地主中产生的。总的说来，旧的依附关系趋于松解，而不是加

强，新的依附关系则要经历一个建立和强化的过程。战国秦汉依附关系的发展，主要应该指后

一种情况。 

战国以前的领主贵族直接统治他们管辖下的农民，农民是他们的臣属，这种臣属关系实际

上也是一种封建依附关系。战国时代的庶民地主有一部分是从领主贵族转化而来的。他们虽然

失去了贵族地位，但仍然挟其余威，占有较多的土地，役使较多的人口，他们和劳动者之间存

在着某种隶属关系的残余。农民与庶民地主之间的依附关系首先发生于这类地主之中。如《管

子·立政》云： 

……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里尉以谯于游宗，游宗以谯于什伍，什伍以谯

于家长。 

这些长家（家长）有子弟、臣妾、宾客，其身份可能是过去的贵族领主，但他们被编制在

什伍组织之中，已经失去原来的贵族地位。这些“子弟、臣妾、役属、宾客”中，有些可能已经

向佃农、雇农转化。战国时代的地主阶级使用“役属”即依附民从事各项劳动的并不鲜见。如《韩

非子·诡使》：“悉租税，专民力，所以备难充仓府也。而士卒逃事状（藏）匿、附托有威之门

以避徭役而上不得者，万数。”使用依附民的多为有权有势的地主。秦国还制定了给立有战功者

配备“庶子”为其服役的制度12。不过这些地主一般不属于庶民地主的范畴，而且这种“役属”也未

必与租佃制搭界。春秋战国之际原来的等级制瓦解，士庶合流，原来的士，或成为农民，或成

为地主，后者中有些人设馆授徒，子弟要为老师服役，包括各种生产劳动，师生之间存在某种

役属关系，这种情形也延续到汉代13。从旧贵族转化而来的地主，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着相当大

的潜势力，但终非新兴地主阶级的主体，一般是受打击的对象，他们在秦末反秦斗争中一度很

活跃，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阶层很快就归于消失。但他们把西周春秋时

代只在贵族中实行的宗法制度带到了民间，这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宗族组织，在日

后依附关系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 

庶民地主大多数是作为编户齐民的农民分化的产物，他们或力农致富，或经商致富，然后

兼并农民土地而成为地主。他们没有领主贵族那样直接统治农民的政治权力，他们和农民之间

本来不存在依附关系。《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一个“取佣作者”的富家，要用高价美食招

徕佣工，这种没有权势的庶民地主假如出租土地，当然不可能使农民在人身上依附于自己。《吕

氏春秋·审分》记载的那位对“以众地”和“分地”进行比较的地主，看不到他对耕作者施加强制的

手段，也看不出耕作者对他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但是，随着庶民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为了便于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在编户齐民

中各种超经济强制和实际上的依附关系就会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 

早在战国时代，《管子》书中就谈到“民下相役”（《国蓄》）和“阴相隶”（《山国轨》）的

现象；《商君书》也指出了由于贫富分化而出现的“同列而相臣妾”的事实14。汉代，经过西汉初

年的经济恢复，庶民地主势力壮大，这种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史记·平准书》说： 

当此之时（按指汉武帝即位之初），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

于乡曲。”（《索隐》曰：“乡曲豪富无官位，而以威势主断曲直，故曰武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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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庶民地主巳由经济上的“役财骄溢”，发展到政治上的“武断乡曲”。裴骃说“豪党之徒”
就是“乡曲豪富无官位”者，即庶民地主的上层，史书中称之为“豪民”、“豪富”“豪强”、“豪杰”、“豪
党”、“豪右”等。在这种情况下，编户齐民中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发展为某种统治和从属的关

系。 

仲长统说：“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这就是说，由

于贫富分化和豪民势力的发展，编户虽然依旧，“齐民”已经不“齐”，而且由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

发展为政治上的实际不平等关系了。仲长统的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决不应该理解为在仲长统生

活的那个时代（东汉末年）才出现的情况，其实在这以前人们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例如《淮

南子·齐俗训》云：“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与仆虏，不足以论（“论”
与“伦”通，比也）之。”司马迁也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

则仆，物之理也。”班固甚至把这种“同列而以财力相君”的现象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15。庶民地

主对同为编户齐民的农民所建立的依附关系，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同时利用这时在民

间流行起来的“宗族”为依托（所以史书上有“强宗豪右”、“豪强大姓”等称呼），并且往往与官府

势力相勾结（史书上又有“豪富吏民”之称16和“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之说）。在这种“以财力相君

长”的格局下，依附性的租佃关系无疑发展起来了。 

唐长孺先生认为依附性佃农出现在东汉末年，主要依据是崔寔的《政论》中对“下户”的描述。

兹把《政论》的这段文字迻录于下： 

始暴秦隳坏法度，制人之财，既无纲纪，而乃尊奖兼并之人……于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

上家累巨亿之赀，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号无市死

之子，生死之奉，多拟人主。故下户跱嶇，无所跱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

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

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
17 

唐先生认为这些“下户”是依附性佃农，无疑是正确的。“跱”训“立”或“止”18；“无所跱足”是没

有立足之地的意思。这些“下户”当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正因为如此，才不得不为“上家”服役。

这种服役带有严重的依附性质——“奴事富人”、“历代为虏”，不过“下户”仍有自己的独立经济，

所以“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而且是家庭为单位（“躬率妻孥”）而不是以劳动力为单

位服役的，所以这不是雇佣关系，而是依附性的租佃关系。崔寔当然是根据他的亲见亲闻来描

述“下户”境况的，但他把这种状况溯源到秦代井田制的破坏，也应该是有根据的；我们没有理

由断定这样的“下户”只是崔寔生活的时代才出现。作为对编户齐民中的贫困者的称谓，“下户”
一词的出现不晚于西汉中期。如史籍记载张汤执法，对豪强很严厉，对“下户羸弱”，却比较宽

容；而路舒温则相反，“舞文巧请下户之猾，以动大豪”19。“下户”或称“小弱”，或称“小民”，与豪

强是相互对立的阶级20。他们中间，不少应该就是豪强的佃户。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或
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就指出这些“耕豪民之田”的就是“下户”——“言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

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 

宁成的事迹是大家所熟知的，他是巳知汉代地主出租土地最多的一例，很有典型意义，有

关记述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史称宁成因获罪而逃： 

归家（南阳郡穰县，在今河南省邓县境）。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

乎！”乃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侠，持吏

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史记·酷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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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假贫民”，《史记正义》说是“言假借贫民，力营而分其利”21，就是把土地租赁给农民耕种

而收取地租，这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但唐长孺先生根据《汉书·酷吏传》颜注“假，雇赁也”，
意指雇农，故认为这条史料不能肯定是否租佃关系22。其实，从史料本身看，它所反映的不可

能是一种雇佣关系。因为雇佣的是劳动力，以人计，宁成的“假贫民”却是与“役使数千家”相联系

的，只有承佃土地才可以以家庭为单位。如果解释为雇佣，雇佣数千家是匪夷所思的23。所以

这种“假”只能是租佃，所谓“假贫民”是把田租给贫民。宁成的千余顷地租与数千家。以 1500 顷

计，若租与 3000 家，每家平均为 50 亩；若租与 4000 家，每家平均为 37.5 亩；若租与 5000
家，每家平均为 30 亩。总之，每家租地在 30—50 亩之间。这些租地农民中，有些可能没有完

全丧失土地，当为半自耕的佃农；完全靠佃种土地的，恐怕也不到百亩。宁成虽然是一个失意

的官吏，但仍然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他的土地来源是靠赊钱购买，土地买卖中是否夹杂

有政治的因素，不得而知；但他与农民的关系无疑存在某种超经济的因素。传文中用“役使”一
词表示宁成和佃户之间的关系，而且说他“使民威重于郡守”（《太平御览》引此文“使”作“役”），

显然是一种依附性的租佃关系。为宁成耕种陂田的“贫民”，实际上就是所谓“下户”。 

两汉文献中多有“豪强”“役使贫民”的记述，如《汉书》卷 70《张汤传》云：“天下民不徙诸

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史记·平准书》言武帝时富商大贾“蹛
财役贫”。《汉书》卷 76《王尊传》所记“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萭章、翦张禁、酒赵放、

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并兼役使，侵渔小民”，即富商大贾“蹛财役贫”之一例。

联系王莽、荀悦等人关于汉代豪强主要采取实物分成租佃制剥削方式的论述，这些与土地兼并

或土地经营相联系的“役使”，恐怕主要是一种依附性的租佃关系24。所谓“分田劫假”25，就包含

了使用超经济强制手段攫取地租的意义在内。仲长统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

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

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所谓“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是一种依

附性的租佃关系，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而这种依附性租佃关系显然是渊源有自的。仲长统是

东汉末年人，但他说这种“豪人”是“井田之变”的产物，“以财力相君长”也是汉兴以来就有的现象。

其实，宁成不就是“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的实例吗？因此，保守一点说，这

些现象比较普遍的出现不会晚于汉武帝时期。在庶民地主势力壮大的基础上，租佃制的广泛实

行和依附性佃农的普遍出现是基本上同步的。 

唐长孺先生认为秦汉雇佣劳动者身份低下，打上奴隶的烙印。如陈涉为佣耕，比于“氓隶”26；

表示保庸的“甬”，与“臧”、“获”、“奴婢”等同为贱称27。农夫虽有各种“丑称”，但“丑称”还不是“贱
称”28，所以身份比较自由。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为什么雇农身份如此低贱，而包括佃农在内

的其他农民身份却是自由的呢？令人难以理解。其实，“氓隶”并非专指雇农而言。如司马相如

《子虚赋》：“于是乎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垦辟，悉为农郊，以赡氓隶，隤墙填堑，

使山泽之民得至焉。’”29这里的所谓“氓隶”的就是泛指贫苦农民，而它正是农夫的“贱称”。“氓隶”
又可写作“萌隶”、“甿隶”30；《说文》：“甿，田民也。”“萌”通“民”，主要也是指农民。而“隶”作
为一种贱称，并非都是指奴隶，有时是表示某种依附关系31。汉代农民被称为“氓隶”，或径称为

“隶”。我们虽不能简单地说，这一名称即表示了一种封建依附关系，但它确实反映了战国时期

封建地主制形成以后，农业劳动者实际地位逐步下降的趋势。 

不过，这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是不合法的，政府不予承认，因而也是不稳定的。自高

祖到成帝，汉政府前后 13 次把各地豪强迁徙到关中，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抑制豪强在兼并土地

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依附性租佃关系。例如张汤在奏请恢复徙陵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

黄霸也是因为“豪杰役使”而被徙云陵的32。汉武帝时命刺史周行郡国，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其中就应该包含了取缔依附性租佃关系的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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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农民尽管逃亡脱籍，依附于豪强大家，但在名义上、法律上，仍然是政府的编户齐民，政

府随时可以用各种办法使他们重新纳入政府的户籍之中。西汉中期以后，政府打击豪强的力度

开始减弱。东汉光武帝“度田”失败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对豪强发展依附性租佃关系采取默许

以至纵容的态度。到了魏晋时代，政府终于始而在实际上、继而在法律上承认世家豪族部分占

有依附人口的权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依附人口，就其主流而言是依附性佃农，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作出

了精辟的分析，我们完全同意。近年蒋福亚先生又连续撰文，颇有说服力地指出租佃关系在魏

晋南北朝占主导地位，它是汉代租佃关系的延续33。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和上文的分析，我们认

为，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不是由自由佃农到依附性佃农的变化，而是租佃关系中由不合法的、

不稳定的依附关系发展到半合法的、比较稳定的依附关系的变化。 

 

关于自然经济的强化 

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对其演变的轨迹则有不同的看法。魏晋封建

论者认为战国秦汉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十分繁荣的商品货币经济时代，或交换经济时代，并强调

这种商品经济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汉魏之际的变化是从商品货币经济到自然经济的变化，

它成为封建制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34。我们认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尽管相当发达，但仍然没

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它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范

畴内和封建制范畴内的变化。为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的眼光不应停留在人口增长还是耗

损，城市繁荣还是萧条，钱币通行还是废弃等现象上，还应该深入考察当时基本经济单位的经

济构成及其变化。 

 

一、 战国秦汉农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 

战国秦汉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有农民，有地主，他们经营的内容和规模有很大的区别，但

其经济构成基本上都是自然经济（主要指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经济（主要指商品性生产和商业

活动）的结合。 

战国秦汉主要生产者是个体小农，这是史学界公认的。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

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按孟子的说法，他们“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孟子·滕文公上》）。

农民需要在市场上购买一些他们再生产所必须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就是《管子》所说

的“耒耜种穰”和汉代史籍中常常提到的“犂牛种食”。为此，农民必须向市场提供相应的商品，在

他们的家庭经济中，已经包含了一部分为了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同时，当时农业劳动生产率已

提高到“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农民也有可能向社会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在这种情况下，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了两种前所未有的突出现象：一是农村集市。《管子·乘马》说“聚
必有市”，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说：“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都是指的农村集市。二

是商人插足小农再生产过程。他们利用小农经济力量薄弱、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各地交

替频繁发生等特点所导致的地区间、年度间、季节间的丰歉不均、余缺不均，从事贱买贵卖活

动。又因此有政府平籴政策的出台。小农经济的这种变化，为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提供了

最广阔的基础。不过，战国秦汉的小农经济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在总体上仍然属于

自然经济的范畴。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耕织结合，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它一再为人们所称引和强

调。《尉缭子·治本》说：“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春夏夫出于南亩，

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就是这种耕织结合的典型描述。商鞅变法规定“戳力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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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第一次明确把耕织作为农民的本业。汉代皇帝的诏书多“农桑”并提，

地方官吏也把耕织结合作为劝农的基本模式。不从事家庭纺织而买衣穿的农家是存在的，但不

能夸大其数量35。战国秦汉农民也有从事专业化商品生产的，不过并不多见。 

战国秦汉的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不过按不同情况各有侧重，从而可

以区分为不同类型。记载比较具体的有大家熟知的西汉末年樊重的田庄。史称樊重“世善农稼，

好货殖”，是一个拥有“田土三百余顷”、“赀至巨万”的大地主，他的经营以“陂渠灌注”的大田农业

为主，包括畜牧业、渔业、桑麻、果树、经济林木、手工业、商业等项目，还放高利贷。他虽

然也从事货殖活动，但经营活动的立足点是自我满足各种需要，如“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

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以致能够做到“闭门成市”36。这种类型，我们姑称之为“田庄

型”。崔寔《四民月令》描述的地主田庄，也属于这种类型，但时代已经比较晚。这些记载反映

的都是较大地主的情况，中小地主生产规模不会有这么大，经营项目也不会有这么多，但恐怕

多数以自给性生产为主，可以划归这一类型。另一些地主从事大规模商品生产。如《西京杂记》

卷四载陈广汉资业：有米二囷，分别为七百四十九石和六百九十七石；有诸蔗二十五区，可收

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可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另有

羊豕鹅鸭、果蓏肴蔌无算。这些产品应该主要是为出卖赢利而生产的，但从产品种类的繁多并

以粮食为大宗看，其中必然包含了自给性生产，或者竟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这种类型，

我们姑称之为“货殖型”。《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不少以“千亩”、“千石”、“千足”计算单位的

大规模商品性农牧林渔生产项目，其经营者应该就是“货殖型”的地主。不过这是为了计算“富比

王侯”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假设数字，并不能认为它是普遍存在的形态，也不能认为都是纯粹

专业化的商品经营。其实，即使是《史记》《汉书》的《货殖列传》中所记载的大商人和工商

业家，也不是经营单一的项目，而是同时经营多种项目，并往往多兼营农业。如春秋战国之际

著名商人范蠡，在辅越灭吴后至齐，“耕于海隅，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致产数十万”。后至陶，

“要约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訾累巨万”（《史记·越世家》）。

故《盐铁论·水旱》云：“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又如入汉以后“以
铁冶为业”的宛孔氏，“大鼓铸（冶铁业），规陂池（灌溉农业），连车骑，游诸侯，通商贾之

利（长途运销的商业）”（《史记·货殖列传》）。经营酒业、剪刀业等工商业的“长安宿豪大

猾东市贾万”等，也同时是“兼并役使”的豪强地主（《汉书·王尊传》）。对这类货殖家，司马

迁以“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即以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又以兼营农业作为其支撑和保障）来

总括之，说明他们也是以某种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37。由此可见，所谓“货殖型”和“田庄型”的区

分只有相对的意义。 

魏晋封建论者认为战国秦汉的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是与奴隶制生产相联系的，是很可

商榷的。汉代的确存在使用奴隶从事农业的事例，但如前所述，王莽、荀悦等人关于汉代豪强

地主普遍采取租佃制的描述，不是举几个例子所能否定的。而且魏晋封建论者所举的例子中并

没有使用奴隶从事专业化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具体证据。汉代“豪人”常兼有地主和商人的双重身

分，而“豪人”以“役使”依附性人口为主，当然也应该包括主要从事商品性经营的地主在内。这并

不是单纯的推测，而是有据可查的。东汉末年的李衡曾“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龙阳汎洲上作宅，

种甘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

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吴末，衡甘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这就是大史公所

说“江陵千树橘”、“收入与千户侯等”的一例，应属“货殖型”商品经营，而他所使用的劳动力是依

附农——“客”38。李衡的行为并非自出心裁，在他同时和以前应该存在类似的经营模式。如东汉

末年东海郡的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钜亿”，后来他还送给刘备“奴客二千”39。“僮客”
即“奴客”，可以理解为僮奴和客两种身份的人，也可以理解为身份类似僮奴的客。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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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竺家族是使用依附性的“客”从事“货殖”活动的，这正可与李衡遣客植橘相印证。如果说，这些

例子时代太晚，不能算数，那么，好吧，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宁成的例子吧。宁成经营土地是

当作买卖来做的，所以他说：“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他是地主、商人一身而二任焉，属

于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型”地主，他“致产数千金”的家当亦足以与汉代最著名的货殖家媲

美。如前所述，他这种货殖型经济是建立在租佃制的基础之上的，其出售的商品相当一部分当

是来自租谷，或是从租谷转化而来的40。至于商品性手工业中的生产者，使用奴隶可能较多，

也未必都是奴隶，甚至主要不是奴隶41。例如，在深山穷泽从事盐铁生产的“豪民”，主要依靠“役
利细民”，而不是使用奴隶。这些事实说明，那种认为汉代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货殖家都是利

用奴隶劳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从上述材料我们还可以看出，汉魏的依附性佃农，主人是

可以直接遣使他们从事某种劳动的，并不等同于后世经济上完全独立的佃农，但由于书阙有间，

已难考其详了。 

总之，战国秦汉时代，无论农民还是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

从总体上看，主要从事自给生产的农民数量最多，是社会的基本的生产者；在地主中，也以从

事自给性生产为主的“田庄型”地主为多；即使是“货殖型”地主，也往往要在一定程度依托于自给

性生产。因此，这个社会尽管商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与近代市场经济相悖的经济观念和经济行为，价值规律虽然在经济

生活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以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某种类似平均利润率的倾向，但是，广大农民

和很多地主，都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来行事的，价值规律并没有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这个

问题牵涉广泛的方面，限于篇幅，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的研究，人们注意到在长期战乱中人口的的耗减，耕地的荒芜，

城市的萧条，钱币的废弃等等事实，作了不少很好的论述，但是，对于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

民和地主的经济构成的探讨仍然不够。我们打算对此作一些粗略的考察。这一时期自然经济的

强化已是公认的事实，需要讨论的，主要是农民和地主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是否已经消失？ 

 

二、 魏晋南北朝农民的经济构成 

自西汉中期耦犂推广以来，农民家庭规模发生了某种扩大的倾向，耕织结合的程度也有所

加强。曹魏时实行田租户调制，田租仍然征收谷物，户调则征收布帛，以取代过去主要征收货

币的各种赋，就是以农民比较普遍实行耕织结合为基础的42。以后，租调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

朝时期基本的赋税形态。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农民经济中，自然经济的色彩变得更加浓厚了。 

不过，不能认为魏晋南北朝每个农户都既耕且织，实现了实物形态的完全自给自足。由于

农家庭经济规模的狭小和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差异，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近年出土的

长沙走马楼吴简提供了新的有关资料。已经整理出版的“吏民田家蔀”43记载了嘉禾四年、五年长

沙郡临湘侯国（县）官田租佃情况，佃田有二年常限田和余力田两种，根据其收成又分为“熟田”
和“旱田”，分别缴纳不同标准的米、布、钱，布与钱可折合成米来缴纳，折算标准大体是 1 尺

布=0.05 斗米，1 钱=0.00625 斗米。据此，可把佃田种类、租税及其比例列表如下： 

吴简《吏民田家蔀》佃田种类与租税 

租税（米布钱/亩） 佃田种类 收成情况 

嘉禾四年 嘉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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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田（定收田） 税米 1.2 斛，布 2 尺，钱 70
钱 

税米 1.2 斛，布 2 尺，钱 80
钱 

二年常限田 

旱田（旱败不收

田） 
税米免，布 0.66 尺，钱 37

钱 
免 

熟田（定收田） 租米 0.456 斛，布 2 尺，钱

70 钱 
税米 0.4 斛，布 2 尺，钱 80

钱 
余力田 

旱田（旱败不收

田） 
租米免，布 0.66 尺，钱 37

钱 
免 

 

吴简《吏民田家蔀》各项租税比例（以“熟田”44计） 

嘉禾四年 嘉禾五年 佃田

种类 
项目 

数量 折米 比例 数量 折米 比例 

税米 1.2 斛 1.2 斛 89.30% 1.2 斛 1.2 斛 88.89% 

布 2 尺 0.1 斛 7.44% 2 尺 0.1 斛 7.41% 

钱 70 钱 0.04375 斛 3.26% 80 钱 0.05 斛 3.70% 

二年

常限

田 

合计  1.34375 斛 100%  1.35 斛 100% 

租米 0.456 斛 0.456 斛 76.03% 0.4 斛 0.4 斛 72.73% 

布 2 尺 0.1 斛 16.67% 2 尺 0.1 斛 18.18% 

钱 70 钱 0.04375 斛 7.30% 80 钱 0.05 斛 9.09% 

余力

田 

合计  0.59975 斛 100%  0.55 斛 100% 

 

以上标准大概是孙吴政权针对官田租佃情况制定的，其基本原则应当适应较大的范围。它

说明租佃官田的农民以种植粮食为主，同时比较普遍地存在家庭纺织业和其他家庭副业，可以

通过出卖农副产品获得一定的货币。租布在田租中所占的比例不算很大，租钱的比例更小，而

且可以折米缴纳，但毕竟反映了一般情况下租佃农户中有相应经济成分的存在，否则这些规定

就毫无意义。租佃农民如此，自耕农民经济构成也不应有根本的差别。据《长沙走马楼二十二

号井发掘报告》称：“竹简记载的赋税内容十分复杂，征收的对象有米、布、钱、皮、豆等，其

种类名目繁多，不一而足。以钱为例，除户税钱、口算钱外，还有僦钱、寿钱、枪钱、米租钱、

酒租钱、市租钱、杂米钱、皮贾钱、财用钱等二十余种之多。米则有租米、税米、限米、粢租

米、旧米、孰米、酱贾米、折咸米、陈张米等三十余种之多。户调为布、麻、皮等。”45这些赋

税的重要对象之一是自耕农，自耕农必须出卖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才能凑足货币交纳相应的

税项，他们的家庭经济中也应该有相应的经济成分存在。可惜有关简牍现在还没有出版，难以

作具体的量化分析。当然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所以政府又有官田田租中米、布、钱可以互相折

算的规定。承蒋福亚教授函告，《嘉禾吏民田家蔀》所载租佃官田农户中，缴布户数为 627 户，

把应缴的布折成米缴纳的户数为 1101 户，分别占合计户数 1728 户的 36.3%和 63.7%46。这

63.7%将布折米缴纳的农户，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之一：1、没有家庭纺织业；2、家庭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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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小，不足以同时解决家庭穿衣和缴纳租布；3、家庭纺织业生产的布的质量还不符合租布

的要求。临湘侯国租佃官田的农民耕织结合的程度不很高的情况代表的面究竟有多大，尚难判

断，但农民的生产并不能在实物形态上完全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包括租賦在内），则应有相

当的普遍性。即使是耕织结合程度很高、可以自我满足衣食基本需要的农户，他们还是需要从

市场购买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如耕牛和犂、锸等铁农具）和生活资料，并因此相应地出卖部

分农副产品。 

由于传统的史籍的主角是帝王将相，忽视劳动大众的生产与生活，有关农民与市场关系的

直接记载很少，但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寻的。例如曹魏时颜斐任京兆太守，“乃令属县整阡陌，树

桑果。是时民多无车牛。斐又课民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匠作车。又课民无牛者，令畜猪狗，

卖以买牛。始者民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47。颜斐的施政没有脱离“耕织结合”
的模式，力图加强小农经济自给的能力，但他让农民“畜猪狗，卖以买牛”，说明农民有些生产

资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而“耕织结合”的模式并不排斥商品经济的成分。在这以前，卫觊为了

招徕因战乱流散它方的农民，向曹操建议恢复食盐的官营，“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

给之。勤耕积粟，以丰殖关中”48，同样说明农民所需牛犂等生产资料要仰给于市场，政府劝督

农耕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保证耕牛农具的供应49。政府组织屯田时也往往动用各种经费买牛供应

屯民。北魏时李彪建议“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

赃赎杂物余财市牛科给，令其肆力”50。这显然是参照民间的模式来设计的。为了解决部分农民

无力买牛的困难，政府有时又组织人力和牛力的换工。如北魏拓抜晃当监国时制定过“使无牛家

以人牛力相贸”51的办法。魏晋南北朝铁农具的生产继续发展52，铁农具是市场上流通的商品，

最终购买铁农具的是经营农业的农民和地主53。当时连边远地区都要仰赖内地市场铁农具的供

应。如吴晋之交滕修讨伐岭南地区的叛乱，陶璜给他出主意说：“南岸仰吾盐铁，断勿与市，皆

坏为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战而灭也。”而这一计策果然奏效54。边远地区尚且如此，更无论内

地的农户了。农民往往还要从市场上购买种子。《齐民要术·收种第二》云：“凡五谷种子，浥

郁则不生，生者亦寻死。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籴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

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买五谷种子的主要应该是农民。《齐民要术》还提到从市

场购买麻子和韭子55，参加这种活动的也应该包括农民在内。 

从上述材料看，魏晋南北朝的农民也和战国秦汉农民一样，要从市场上购买“犂牛种食”等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魏晋南北朝农民又需要到市场上出卖农副产品，这也和战国秦汉时期基

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活动，从他们的对立面——地主、商人购销活动的内容来考察，可以

看得更为清楚。东汉末年崔寔的《四民月令》被称为地主田庄的经营手册，其中不乏农产品购

销活动的记载。请看下表： 

《四民月令》所记农产品购销活动 

月份 农业活动 农产品购销活动 

一 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冒橛，陈根可拔，急菑

强土黑垆之田。可种春麦、豍豆，尽二月止。粪

田畴。 

 

二 阴冻毕释，可菑美田、緩土及河渚小处。可种稙

禾、大豆、苴麻、胡麻。 
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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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是月也，杏花盛，可菑沙白轻土之田。时雨降，

可种秔稻及稙禾、苴麻、胡豆、胡麻。昏参夕，

桑椹赤，可种大豆，谓之上时。三月桃花盛，农

人候时而种也 

可粜黍，买布。 

四 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及

大小豆、胡麻。 
可籴　麦及大麦。收弊絮。 

五 时雨降，可种胡麻。先后日至各五日，可种禾及

牡麻。先后各二日，可种黍。是月也，可别稻及

蓝。尽至后二十日止。可菑麦田。 

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弊

絮及布帛。日至后，可籴。 

六 趣耘锄，毋失时。  可菑麦田。 可籴大豆。  籴　，小麦。  收缣縳。

七 菑麦田 可粜小、大豆。  籴麦。  收缣练。 

八 凡种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

田；后十日，种美田。唯　，早晚无常。 
及韦履贱好，豫买以备隆冬。  粜种麦。

籴黍。 

九 治场圃，涂囷仓，修窦窖，修箪窖。  

十 趣纳禾稼，毋或在野。 卖缣帛、弊絮。  籴粟、大小豆、麻子。

十一  籴秔稻、粟、米、小豆、麻子。 

十二 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  

 

《四民月令》所记农副产品买卖活动的特点是：收获后贱价买进，青黄不接和播种时卖出。

例如，二、三月播种时“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十月收获后“籴粟、大小豆、麻子”；十

一月“籴秔稻、粟、米、小豆、麻子”。四、五六月麦收后“籴穬、大小麦”，直至七月；八月种麦

时则“粜种麦”。又如从三月起，天气逐渐暖和，蚕事纺织活动逐渐进入高潮，收买布帛弊絮的

活动随即开始，至六、七月，收买缣缚等丝织品；十月天气开始寒冷，故转而“卖缣帛、弊絮”。
在这些活动中，除了买　　（喂马）和韦履（备隆冬）外，均为与直接消费无关的赢利活动。

有条件进行这种贱买贵卖活动的，主要显然是有余钱剩米的地主和商人。而这种贱买贵卖活动

的对象则是个体小农。因为这些对象必须有独立经济，有可卖者；又必须是处境困顿，不得不

卖者。战国以来的农民具备了这种经济上的独立性，同时他们又受官府、地主、商人、高利贷

者的层层盘剥，经济常常处于困顿之中，收获后立刻要交租、纳税、还债，不能不贱价卖出农

副产品，在播种或青黄不接时，缺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不得不高价买进。这正是战国以

来小农经济与市场关系中的最具特征意义的现象，在《管子》一书中已有深刻的论述。《四民

月令》的记载表明，当时的农村仍然存在广大的像《管子》所描述的那样的小农阶层，他们的

再生产离不开市场和交换。而许多地主和商人，正是利用小农经济的薄弱及其再生产的特点插

足其中而渔利的。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崔寔的设计才是有意义的。 

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的后期，时间过去了三百多年，上述基本情况仍然没有变化。北魏

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中全面转述了崔寔《四民月令》中所载各个月份中的

农产品粜籴活动56，并在《四民月令》记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概括： 

凡籴五谷、菜子，皆须初熟日籴，将种时粜，收利必倍。凡冬籴豆谷，至夏秋初雨潦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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粜之，价亦倍矣。盖自然之数。 

他又引鲁秋胡曰：“力田不如逢年，丰者尤宜多籴。”由于要经常进行粜贵籴贱的活动,迫切

需要掌握粮食价格变化趋势，因此，自春秋战国之际以来出现不少预测年成丰歉和粮价贵贱的

方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多所引述57。总之，贾思勰认为崔寔设计的方案完全适合他所处的

时代（北魏）的情况，应该充分利用不同季节和不同年成之间农产品的差异，实行粜贵籴贱以

获得尽量多的赢利。这就表明，《四民月令》所揭示的地主家族普遍从事籴贱粜贵的商业活动

的社会现象，同样存在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北方社会，而崔寔作出这种设计所由以出发的社会

背景——存在一个独立与市场发生联系而又备受压迫、经济困顿的小农阶级，也同样延续到魏

晋南北朝时代。58 

农民中有一部分人，或者从事园艺等商品性经营，或者出卖劳力、做小本生意，而籴米糊

口，与市场发生更多的联系；但这常常并非由于他们的富裕，而是由于他们生产资料的相对匮

乏。这也是封建地主制下的一种具有特征意义的现象。例如，据《管子·揆度》载，战国时齐

北郭就有靠织屦缕出卖为生、“以唐园为本利”的贫民。这种情况，魏晋南北朝延续下来了。刘

宋时会稽郡永兴的贫苦农民郭原平就是一个典型。由于“家贫无产业”，他靠佣力供养父母，“要
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爨”，又曾自卖为“十夫客”。他的父亲郭世道也是

一个雇工，又在“雇赁”之余当过小贩，“尝与人共于山阴市货物”。郭原平稍有积聚后，“贩质家

赀”，买下父母墓前的数十亩田，成为一个自耕农。他有自己的住宅，宅旁围沟，宅中种竹。后

来“又以种瓜为业”，生产的瓜主要用以出卖，以至销售至县城及县城之外。有一年“大旱，瓜渎

不复通船”，“乃步从他道往钱唐货卖”。史称其“每出卖物，裁求半价”，为邑人所赞誉。虽然是

为了突显其“义行”，但也说明其生产目的不是盈利。59郭原平这种情形并非特例。从有专为行驶

运瓜船而开辟的“瓜渎”看，当地种瓜出售的农民不是个别的。又如吴郡的范元琰，“家贫，唯以

园蔬为业”60，会稽剡县韩灵敏，“早孤，……寻母又亡，家贫无以营凶，兄弟共种苽半亩，朝採

苽子，暮已复生，以此遂办葬事”61。东吴名将步骘，避难江东之初亦曾“以种瓜自给”62。其他地

区亦有类似的事例。武昌的一些百姓就曾购买城西官地，“种菜自赡”63。由于购买蔬果等物的消

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城市，经营商品性园艺的农民也就主要分布在城郊。北齐髙浟当定州（今河

北省定县）刺史时，“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三亩，数被偷。浟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

市中看菜叶有字，获贼。”64这位王母就是靠种菜出卖维持生活的贫苦农民。《晋书》卷 52《却

诜传》载：“诜母病，苦无车，及亡，不欲车载柩，家贫无以市马，乃于所住堂北壁外假葬，开

户，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柩至冢，负土成坟。”却诜养鸡

种蒜是为了赚钱买马葬母，这是一个特例。但当时社会上必然有类似的商品生产存在，却诜才

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也必须有相应的市场，他的计划才能得以实现。却诜是济阴单父人，生活

在西晋初年。从这一例子可以推想，当时北方农民中可能也有从事养鸡种蒜等商品性经营的。

贫苦农民当小商贩的也大有人在。南齐永明六年（491），“吴兴无秋，会稽丰登，商旅往来，

倍多常岁”，西陵戍主杜元懿提出要增收牛埭税，会稽郡事顾宪之反对，指出在来往商旅中，不

少是由于歉收而“或征货贸粒，还拯亲累。或提携老幼，陈力糊口”的，实际上就是通过贩运货

物，出卖劳力，换取糊口粮食的贫苦农民。顾宪之认为这些人没有多少油水可刮，“加格置市”
实际上是“幸灾榷利，重增困瘼”65。战国时代开始普遍出现的农村市场，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存

在。在南方，当时在县和县以下设的市多定期举行，称为“会市”。如平都“县有市肆，四日一会”66；

鱼复县“治下有市，十日一会”。东吴孙权曾“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

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67。据《宋书·良吏传序》说，宋高祖时，“凡百户之乡，

有市之邑，謌谣舞蹈，触处成群”。“有市之邑”与“百户之乡”相对应，指的就是农村的集市；这

种情况与战国秦汉一脉相承。这是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正式的市。此外又有“草市”，可能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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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民间自发建立起来的一种市。江南地区商品经济是比较发达的会稽等郡，有些村庄已经产

生了对市场的依赖。例如，会稽永兴倪翼之母丁氏所在的村庄，“元徽（473—477）末，大雪，

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68。这种情况当然是比较特殊的。但在

江南地区农村市场和商人在农村的活动应该是比较普遍的。农村集市在北方同样是存在的。据

《隋书》卷 25《刑法志》载，北齐河清三年（公元 562 年），尚书令赵郡王叡等“上《新令》

四十卷，大抵采魏、晋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

市者，列于乡亭显处”。按过去一贯办法，罪犯处决后陈尸于市，所以不用交代；只需特别提出

“无市者，列于乡亭显处”。这说明当时农村中仍然有市存在，但数量可能不多，包括一些乡亭

也没有市。又据《北齐书》卷 8《幼主帝纪》记载，齐幼主曾“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

为乞食儿。又为穷儿之市，躬自交易”。如果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这种有贫苦农民参预的“市”，
这位“皇帝小子”是不可能凭空把它想象出来的。这也可以作为北方农村集市存在的一个旁证。 

从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的农民“弃本逐末”现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中亦屡有记载。当时称“弃
本逐末”者为“游食”，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如东晋熊远说：“自丧乱以来，农桑不修，游食者多，

皆由去本逐末故也69”。北魏韩麒麟说：“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70。这和

西汉贡禹“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之类的议论如出一辙。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

由于农民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西周春秋时期那种对贵族领主的严格人身隶属关系，取得相对的

迁移和择业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利用政府税敛的苛重和年成的丰

歉不常盘剥农民，贫困破产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或作小商贩，或当雇工来维持生活。有些

统治者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如晋武帝在泰始二年（公元 266 年）诏书中指出：“豪人富商，挟轻

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要实行“平
籴”法，并于泰始四年（公元 268 年）建立了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71。时人称：

“仓廪欲实，实在利农，利农在平籴。”72以后类似的思路和措施一再被提起，如东晋元帝太兴元

年有“平粜诏”73，宋文帝时昙庆曾议立常平仓，彭城王义康亦有“岁饥平粜议”74等。北魏时李彪

建议：“析州郡常调九分之二，京都度支岁用之余，各立官司，年丰籴积于仓，时俭则加私之二，

粜之于人。如此，民必力田以买官绢，又务贮财以取官粟；年登则常积，岁凶则直给。”75南齐

永明五年实行大规模“和市”，“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76，也

包含了平抑物价，保护农民的意义在内。这类政策和措施，可以追溯到春秋末年范蠡的“平粜齐

物”、战国李悝的“平籴法”、汉代桑弘羊的“平准法”和耿寿昌的“常平仓”，不管它们实行的程度和

成效如何，都是建立在农民需要向市场出售和购买粮食这样一种基本的经济格局的基础之上的。 

 

三、 魏晋南北朝地主的经济构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经济也发生了某些变化。有关魏晋南北朝”货殖型”地主的记载较少，

更缺乏像《史记·货殖列传》那样的集中论述，但”货殖型”地主并没有绝迹。东晋时刁协之孙

逵的家族，“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可能就

是”货殖型”地主77。上引晋武帝诏书中所说“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与富商连称的“豪人”
当中，也应该包含这类地主。魏晋南北朝不乏富商大贾，他们当中有些人理应也经营土地，成

为”货殖型”地主，但是，能够反映商人与土地经营关系的资料太少了。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
货殖型”地主的面目是比较模糊的。但“田庄型”地主有较大发展的情况则比较清楚。在战乱和政

争频繁的情势下，许多地主都尽量从事多种经营，力图在不必依赖外界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满

足自己各方面的需求；他们控制的大量依附人口和大片土地，又使他们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

南方，豪族地主役使大批依附人口，用“立屯”的方式“封山占泽”，广开田业，建立起规模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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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庄别业。这些别业控制着广大的山林湖沼和平野，经营农林牧副渔等多项生产，可以满足各

种消费的需要，以至“谢工商与衡牧”（谢灵运：《山居赋》）。在北方，不少豪族地主荫附大

量私属，建立起生产与消费、经济与军事合一的坞壁。大地主是这样，一般地主也追求生产的

多样性和自给性。颜之推说：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荒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

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

井耳78。 

不过，我们不应该把魏晋南北朝这种地主经济理解为与商品经济绝缘的经济。无论“谢工商

与衡牧”，还是“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与樊重的“闭门成市”其实一脉相承，而“善农稼，好货殖”
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西晋惠帝时，江统曾经感叹说：“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

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渐冉相放，莫以为耻。”79实际情况确是如此，而且一直延续下来。

最著名的例子如西晋的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
甚至“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80。刘宋时引退了的官僚沈庆之，在娄湖“广
开田园之业，每指地示人曰：‘钱尽在此中。’身享大国，家素富厚，产业累万金，奴僮千计。再

献钱千万，谷万斛”81。经营土地能够获得这么多的钱，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进行商品生产和

出卖农副产品。贵族如此，其他地主一般也不会放过货殖聚敛的机会。 

当然也有不从事货殖活动的官吏。《宋书》卷 77《柳元景传》称： 

时在朝勋要，多事产业，唯元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园，守园人卖得钱二万送还宅，

元景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尔。乃复卖菜以取钱，夺百姓之利邪。”以钱乞守园人。 

在“在朝勋要，多事产业”的潮流中，柳元景只是一个特例。“独无所营”的他，几十亩菜园一次卖

菜得钱二万，能买 20 匹布，相当于一户的五年户调82，官僚地主产品性经营获利之丰可见一斑。

又如梁朝的徐勉训诫他的儿子说： 

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所以显贵以

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亟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舳舻运致，亦令货

殖聚敛。若此事众，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在大多数官僚、地主对“创辟

田园”、“兴立邸店”、“舳舻运致”、“货殖聚敛”孜孜以求的风气下，徐勉这样独立特行的官吏只是

凤毛麟角，这不正从反面说明了江充所痛心疾首地斥责的那种现象仍然在延续着吗？ 

南方豪族地主通过开发山林荒野建立起来的大田庄，人们以前往往强调它多种经营、能够

自我满足各需要的方面，而忽视它所包含的商品经济的成分。通过开发山林湖沼积聚了大量的

水陆物资的南方豪族地主，在建立田庄的同时，往往建立用以储藏、出售这些物资的“邸”（或

称“邸舍”、“邸店”），甚至利用它放债取利。例如，刘宋初年，“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

之利，为患遍天下”83而“会稽多诸豪右，不遵王宪，又幸臣近习，参半宫省，封略山湖，妨民害

治……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

穷……”84豪族地主有时还建立转运货物的“传”和加工物资的“冶”。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往往提

到官府和私家的屯、邸、传、冶、田、园、池、塞等，这些相互联系的名词所反映的，包括了

豪族地主开发山林，建立田庄、囤聚物资以及货殖营运等生产活动和生产组织85，它也从一个

侧面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豪族地主的经济，仍然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

济。 

北方地主的商业活动似乎没有南方活跃，自然经济的色彩更为浓厚一些。按颜之推的说法

是“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不象南方奢侈。不过，如果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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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主不从事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史载北魏贵族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

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86。恭宗拓抜晃晚年“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鄽，与民争利”，
高允曾上书劝谏87。贵为皇帝尚且如此，何况一般地主呢！而且高允的劝谏的中心是不赞成皇

帝“与民争利”，他显然把民间地主的赢利经营视为正常。即使是坞壁，也并非完全封闭的。例

如北魏时曾官至左将军、关中侯的坞壁主莫含，就长期从事商品性的生产和流通活动，“家世货

殖，赀累巨万”88。 

最能反映北方地主经济与市场联系的是《齐民要术》。而且它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例子，

而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根据实际情况所作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经营设计。贾思勰在《齐民要

术·序》中表示了对商业活动的贬抑，他说：“舍本逐末，圣贤所非，日富岁贫，饥寒所渐，故

商贾之事，阙而不录。”实际上他所贬抑的只是脱离生产的非民生日用品的贩鬻活动，即所谓“舍
本逐末”，而商品性农业生产和在此基础上的农副产品粜籴活动，贾思勰把它算到“本”的范围内，

非但不加反对，而且是予以提倡的。上文已经谈到，贾思勰逐月引述了《四民月令》关于农产

品购销的记载，并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他又在《序》和《货殖第六十二》介绍了许多经营商品

性农业和从事货殖活动而致富的实例，并且在正文中对商品性农业生产的经营规划和经济核算

作了具体论述。在《齐民要术》中，能够明确判断属于全部或部分为了出售赢利而生产的项目

有：蔬菜中的瓜、瓠、葵、蔓菁、菘、芦菔、　、胡荽，果树、经济作物中的红蓝花、蓝、紫

草，林木中的柘、榆、白杨、棠、楮、杨柳、箕柳、楸、柞，牲畜中的驴、马、牛、羊、鸡，

以及养鱼等89。在这些生产项目中，贾思勰非常注意按照市场的条件和需要来安排生产。例如

种植葵等商品菜，要选择“近州郡都邑有市之处”的“负郭良田”、“近市良田”，并根据作物的季节

性和市场的需求分批采卖（《齐民要术·种葵第十七》等）。为此要实行“穊种”（密植）种植

商品芜菁采用叶根粗大产量高的“九英”品种。种榆亦“地须近市。（卖柴、荚、叶省功也。）”
为卖荚、叶和椽的，宜种凡榆；为提供木料制作各种器物的，可种梜榆。（《齐民要术·种榆、

白杨第四十六》）等等。为了便于管理和采运，还要有适应面向市场生产的合理的田间布局90。

商品性的生产为了赢利，就要讲求降低成本和增加效益之道。关于前者，贾思勰给出的办法是

适当的扩大规模以求得规模效益91、推广肥效佳、省功力的绿肥种植92和雇用廉价的临时性短工
93等。关于后者，贾思勰认识到加工和综合利用可以使农产品增值94，想方设法开辟这样的增收

门路。《齐民要术》详细引述了《氾胜之书》关于种瓠的成本和利润的计算： 

一本三实，一区十二实，一亩得二千八百八十实，十亩凡得五万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钱，

并直五十七万六千文。用蚕矢二百石，牛耕、功力，直二万六千文。余有五十五万。肥猪、明

烛，利在其外（下文引“崔寔”指出，除以瓠的外壳为瓢外，“瓢中白肤实，以养猪致肥；其瓣则

作烛致明。”）95。 

贾思勰还把经济核算推广到蔬菜、染料、林木、鱼畜等多种生产项目中去。分别计算正产

品和副产品的各项收入；注意到收入的累计、近期收入和远景收入，注意到蔬菜、染料、林木

等项收入与谷田收入的比较等。如种葵，贾思勰指出葵与谷的比价是“一升葵，还得一升米”；
而“一亩得葵三载”，种三十亩葵，“合收米九十车。车准二十斛，为米一千二百石”，以亩产十石

计，“胜作十顷谷田”。成本则是“止须一乘车牛，专供此园。（耕、劳、辇粪、卖菜，终岁不闲。）”
这里的成本，除了耕作、施肥所需的人畜力外，还包括了销售运输的费用，比《氾胜之书》的

计算又进了一步。 

在畜牧业方面，从《齐民要术》等材料看，似乎存在一个比秦汉时代还要活跃的市场。例

如，贾思勰提出养“羊一千口”，“种大豆一顷杂谷”，作为青饲料，或晒干保存作越冬饲料的方案
96，显然是一种商品性生产，而且比太史公所说的收入可“与千户侯等”的“千足羊”（250 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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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规模要大好几倍。《齐民要术·养羊第五十七》又载： 

凡驴马牛羊收犊子法：常于市上伺候，见含重垂欲生者，辄买取……乳母好，堪为种产者，

因留之以为种，恶者还卖；不失本价，坐嬴驹犊。还更买怀孕者。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

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孕钱为羊本，必岁收

千口。何必羔犊之饶，又嬴毡酪之利矣。 

这更是经营商品性畜牧业生产的精明计算，是陶朱公的致富术——“欲速富，畜五牸”的继承和

发展。这一记载也说明，当时存在一个相当大和相当活跃的畜牧市场（这可能与北方民族进入

中原有关），在畜牧生产上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地主（可能还有农民）不会是少数个别的特例97。

此外，贾思勰介绍的圈养、去翮、精料喂饲的“养鸡令速肥”法以及引用《家政法》洒粥滋虫养

鸡法，都应该是一种商品生产。 

《齐民要术》的内容是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蔬菜、果树、

蚕桑、林木、畜牧、养鱼和农副产品加工以至烹饪等内容，这当然是为了满足地主田庄中生活

上与生产上的多种多样需要，但其中除自给性生产外，也包括了相当多为了赢利的商品性生产，

这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经营模式。《齐民要术》不但是战国秦汉以来黄河

流域旱地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经典性的总结，也是对秦汉以来发展商品性农业的经验所作的前

所未有的系统总结。 

根据上述材料看，无论战国秦汉或魏晋南北朝，无论农民或地主，其经济构成都是自给性生

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其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因此，从战国秦

汉到魏晋南北朝，经济运行方式是有变化的，但这种变化无论表面看来如何巨大，从它的基础

——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构成看，实际上仍然是同一经济范畴内的变化。 

上述材料还启示我们，不应把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绝对化，而应该对不同地区、不

同时期、不同部门作具体的分析。例如江南地区经济汉代比较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长足

的发展，从有关材料看，其商品经济比汉代活跃。北方商品经济在战乱时期受到严重破坏，但

在比较安定的时期商品经济又获得恢复和发展，如《齐民要术》反映的时代商品经济就相当可

观。魏晋南北朝北方畜牧市场似乎也不亚于汉代。 

 

从国家、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看汉魏之际的社会变迁 

为了认清汉魏之际社会变迁的性质及其原因，不妨从更广阔的时空作些考察。在我国，战

国前后是两个世界。西周春秋社会表现为金字塔形的、上下隶属的、凝固的等级阶梯，而每个

等级的贵族下面都是一个领主经济与农奴经济结合而成的封闭的经济共同体。战国以后，情形

大变，原来的等级阶梯被砸碎，封闭之门开启，凝固的流动起来了。春秋战国以来铁器牛耕的

推广导致农民经济独立性的加强，农民份地逐渐私有化，他们逐步摆脱了对贵族领主的隶属关

系，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齐民。农民的分化产生了最初的庶民地主，他们成为新兴的地主

阶级的基础。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特点，是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的分离，土地可以买卖，

地权具有相对的运动性。庶民地主之外也存在由贵族官僚组成的身份性地主，但他们已不是以

宗法共同体成员的资格占有土地，而是按庶民地主的模式改塑自己，以私人地主的面目出现。

在与旧贵族的斗争中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样就形成了由地主、农民、国家这三种相互

依存的基本经济成分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成分是可以相互

渗透、相互流动和转换的。农民的分化，少部分可以通过力农或经商上升为庶民地主，也可以

通过战功、科举等途径上升为身份地主；大部分贫困破产为地主经济的发展提供土地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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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各种途径，庶民地主可以上升为身份性地主，身份性地主也可以下降为庶民地主；而地主

的破败和多子继承制下的分户析产又经常补充着农民的队伍。除了地主和农民的私有土地以外，

国家也直接掌握相当数量的土地，包括耕地和山林川泽，直接经营部分农牧业和工矿业生产。

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相互挹注，总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有土地转化为私有土地。除部分官营经

济外，国家还具有管理干预经济的职能。国家依靠主要由农民提供的赋役来运转，它既以地主

阶级为其阶级基础，又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调节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整个社会是在这三股力

量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中运转和发展的。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三者的互动如何引发汉魏

之际的一系列社会变迁的。 

 

一、 从国家、地主、农民的关系看依附关系的变化 

上文谈到，对于以庶民地主为基础的新兴地主阶级来说，租佃制是比奴隶制和雇佣制更适

合的经营方式。因为租佃制可以使农民具有精耕细作所要求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地主可

免雇佣之费和监督之劳。但租佃农民仍有自己的独立经济，为了从农民身上榨取剩余劳动，除

了经济的强制外，还需要超经济的强制，需要某种依附关系作为保证。马克思在讨论封建地租

时说：“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生活资料生产上必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的一

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

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代役租。”98战国秦汉的情况也

是如此。可以说，用各种办法控制农民，包括实行某种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是以租佃

制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地主经济的内在要求。我们看到，依附性租佃性关系的发展正是与地主、

尤其是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同步的。西汉中期，豪强势力已经坐大，依附性租佃关系开始普遍

起来。西汉中期以后，生产力的新发展又加速了这种趋势。战国至西汉中期，个体小农虽然是

当时的主要生产单位，但当时牛耕尚未普及，个体小农所使用的主要是铁锄、铁锸等小型铁农

具，这种小农经济还是比较脆弱的。黄河流域牛耕的普及是从西汉中期“耦犁”的推广开始的。

许多个体小农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用“二牛抬杠”式的耦犁。耦犁的推广引起生产单位扩大的趋向，

导致豪强势力的发展。豪强势力发展的另一经济背景是西汉中期以后陂塘水利的发展，因为陂

塘是单个小农家庭无法修建的，除地方政府外，往往依靠豪强之力。我们看到许多豪强地主都

经营“陂田”，而修建或掌握了某个陂塘的豪强地主，往往同时控制了整个灌区，在这种情况下，

相当一部分经济力量薄弱的小农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地主。这应该是西汉中期以后依附关系强化

的深层经济原因。 

不过，这种超经济强制和人身依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它可以由地主自己实行，也可

以通过政府作出保证。例如宋代以后，政府往往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必须履行向地主交纳地

租，并动用暴力工具来保证它的实现。战国秦汉的情况却不一样，政府并不承认地主用租佃制

剥削农民的合法性。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成以后，政府需要农民提供赋役来维持庞大国家机器的

运转。秦汉政府采取的是加强对农民人身的直接控制的办法，表现在赋役制度上，采取“舍地税

人”的方针，属于财产税范畴的土地税很轻，属于人头税范畴的赋役很重；同时建立严密的户籍

制度控制农民，以保证赋役的征收。这就不能不与地主阶级，尤其是豪强地主，在控制农民的

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在汉代的史书中，充满对豪强的谴责，主要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说

话。在政府看来，地主把国家编户变成自己的依附性佃农是非法的，所以称他们为“兼并豪党之

徒”。但是，尽管政府采取一系列打击豪强，扶助自耕农措施，由于政府的赋役政策从根本上说

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农民，所以不仅没有遏制住国家编户一批批变成地主的依附人口（佃农及

其他）的势头，反而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名义上田租三十税一，实际上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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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赋加起来要占农民收入的一半，各级官吏常常加码勒索，更是农民的沉重负担。苛重的租赋

为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贱买贵卖和高利盘剥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农民很

难摆脱贫困破产的命运。破产农民仍然在政府户籍控制之下，如果他们给本地地主当佃农，虽

然不用交纳田租，但仍有沉重的赋役，这是破产农民所无法负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逃亡

一途。逃亡在外地，脱离了政府户口控制的农民，有一部分庇托于异地的豪富，成为他们的依

附性佃农。在本地，租佃制则在宗族外衣的掩盖下，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也逐步发展为依附

性关系。这对农民来说，都是一种无奈的合理选择。秦汉史籍中屡次提到的“宗族宾客”中应已

包含着和孕育着依附性的租佃关系。但比较起来，依附性佃农更大程度上是在流亡外地的人口

中发展起来，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佃农被称为“佃客”，而且“佃客”成为各色依附人口中最有代

表性的称呼。 

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国家在与地主争夺农民的斗争中节节退缩，到了魏晋南

北朝，国家不得不部分地承认地主对农民私属关系的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始终没有获得完全

的承认。所谓“土断”“括户”，以至屯田制、占田课田制、均田制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政

府与地主争夺对劳动人手的控制。但由于政府实行“以身丁为本”的赋役政策，矛盾始终没有解

决。直到中唐以后，封建国家的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赋税改“以资产为宗”，土地税比重增加，

人头税比重下降，国家的户籍制度也有较大变化，区分了主户和客户。地主、国家、小农的关

系也相应地有了较大的调整，封建地主制经济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上述分析看，依附性租佃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地主经济力量和政治

势力的壮大，但同时又和国家处理它与地主、农民关系的历史方式有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

地主、农民、国家三者互动的结果。这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依附性租佃关系的发展是有其必然

性，这种必然性中也包含了历史的合理性。依附性租佃关系的发展是与豪强地主经济、政治力

量的壮大互为表里的。对豪强地主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发展应作历史的分析。豪强地主原来属于

庶民地主，或者是庶民地主的一部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商人地主，被称为“豪民”（“豪人”）、

“豪富”、“富人”等。他们在经济势力强大起来以后，开始主要依靠宗族的力量并与地方官吏相勾

结，巩固自己在乡里中的地盘，故又有“豪强”、“豪杰”之称。在以后的发展中豪强的成分越来越

复杂，一些卸任或失意的官吏也加入豪强的队伍，一些在职的官吏参加到疯狂兼并土地的行列，

这就是所谓“豪富吏民”。汉武帝对豪强势力的打击，一时似乎奏效，实际上促进了豪强、商人

和官僚势力的结合。东汉时期，豪强力量进一步壮大，始有“豪族”之称。豪强把持地方政权，

控制仕途，出现了一些“累世公卿”的世族。豪强发展为“世家豪族”，同时就由原来的庶民地主向

身份性地主转化，并终于形成士族门阀制度。豪强势力的发展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农民的基础上

的，他们聚积的巨额财富，浸透了农民的斑斑血泪。从豪强地主向世家豪族发展本身，就包含

了分裂和腐朽的倾向。在世家豪族占居统治地位的魏晋南北朝，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又出

现了某种程度的结合，“士庶天隔”，仿佛又回到战国以前的等级社会。这就难免有些学者认为

魏晋南北朝是地主制经济的“畸变”或“逆转”了。不过，我们评价历史上的某种社会力量或社会制

度，主要看它是促进了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豪强地主作为庶民地主的重要的或主要的组

成部分，在战国秦汉是上升着的阶级，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铁犂牛耕的推广，对陂

塘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商品经济的繁荣，都起了促进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豪强地主已经发

展为世家豪族，其割据性、破坏性和腐朽性巳逐步显露出来；但在长期战乱和人口大迁移的环

境里，建立在对依附人口的控制和剥削基础上的世家豪族地主经济，对南方的开发，对北方农

业经济的维持和延续，仍然是有积极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确实遭到严重的破坏，

但这种破坏基本上属于已经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的层面。铁犂牛耕还在继续推广和改进，精耕

细作传统没有中断，且有新的发展和新的总结，粮食亩产有所增长，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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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特殊条件下加速进行，黄河下游平原获得进一步开发等等。从更深层次的要素看，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生产力没有倒退，而且有所发展，奠定了隋唐帝国再度统一和繁荣的基础。因此，

我们不应简单地把魏晋南北朝视为历史的“畸变”或“逆转”。 

 

二、 从国家、地主、农民的关系看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起伏 

本文的第二节已经指出，不应把战国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看作分别属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

的泾渭分明的两个时代，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然是自然经

济占主导地位。其实，商品经济的收缩亦非自东汉末年始，这种趋向起码可以追溯到东汉初章

帝时。当时尚书张林建议“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99，获准施行。西汉以来赋税

主要征收货币的局面开始改变，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商品货币关系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和

标志100。我认为这种转变的根源深植于战国秦汉商品经济自身的矛盾之中，也就是说，战国秦

汉商品经济的勃兴已经隐藏着导致它日后收缩的因素。 

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繁荣，毫无疑问是以生产力的大发展为基础的，但它同时与社会结构

的变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以后，由一个凝固的、封闭的社会经济体系，转变为一个由国家、

地主和农民三种基本力量组成的比较开放和经常流动的社会经济体系，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一时期农民、地主和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看它是如何既促进又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的。 

战国秦汉小农比之战国以前的小农，无论身份地位还是经济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周

春秋时代的小农没有脱离农村公社（井田制即其变体）的襁褓，贵族的领邑也建立在村社基础

之上。贵族不但拥有其领邑的实际土地所有制权，而且实行直接政治的统治，领邑内各业兼存，

形成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的经济生活。101领邑中的农民，不但在人身上依附于领主，而且在经

济上与领主相互依存，形成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当时流行着“耦耕”等农村公社换工协作

的遗俗，弥补了单个农民家庭经济力量的不足；家庭生产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又可从领邑内

部劳动分工求得解决。因此，当时农民很少与市场发生联系。这种情况在战国秦汉时代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铁器牛耕的普及引起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生产生活上的需求增

多了，小农能提供市场的商品也增加了，另一方面，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领主制的破坏，在农

民家庭经济之上，已不存在前述贵族领邑那样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农民经济虽然力求自给自足，

但由于规模狭小，总有不能自给的部分，例如铁农具、耕牛、食盐、部分种子口粮等，只能从

市场上取得；而它多余的农副产品，或用以换取其它必需品的产品，也只能到市场上出售。所

以，地主制经济下农民与市场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流通成为小农经济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

节，农村集市出现，商人（包括地主、高利贷者）也插足小农的再生产过程。这是战国以后商

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最深层的根源。 

战国以后的地主，同样摆脱了封闭的领邑经济，与市场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战国以前领主

贵族实行的是劳役地租制，农民不但要在领主的“公田”上耕作，而且要提供其他各种劳役服务。

领主的领地是诸业兼营、具有内部分工的封闭的共同体，一般的消费可以自身获得满足。较高

级的领主也豢养一些为他们服务的商人，主要是远途贩运一些当地不能生产的珍奇物品，所谓

“奇怪时来，珍异物聚”（《管子·小匡》语）。“公田”和“私田”有固定的比例，各级领主贵族拥

有“公田”（禄田）的数量由他所处等级所决定。这样，各级领主的收入及由此决定的消费都是

相对固定的，并且受到“礼”的种种制约；有人称之为“凝固性”的消费制度。战国以后，没有了依

靠劳役制和内部分工来维持的自给自足的领邑，地主主要收取实物地租，实物地租主要是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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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在市场上出售部分租谷并换取其他物资来满足自己多方面的需要。此外，地主对土

地的占有和他们的消费，都突破了过去那种严格的等级限制，消费欲望和消费水平空前膨胀。

在这种消费欲望的驱动下，地主积极参与市场活动，不但出售租谷，买进货物，而且往往直接

从事贱买贵卖赢利活动，对个体小农进行地租剥削以外的商业剥削。地主和商人往往是通家。

不但庶民地主热衷于商业活动（仲长统《昌言》有典型的描述），身份性地主也不例外（上引

西晋江统的话可以作证）。这种情形，对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战国秦汉

繁荣的城市市场，主要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消费市场。地主阶级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所刺激

起来的市场和流通，仍然是建立在小农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地主市场活动的基础是租谷，租谷

正是农民剩余劳动的物质形式（贡赋则是地租的再分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率从领主制时期

的 20—30％增加到到 70％以上。正是由于农民比领主制时期提供了更多的地租，才使地主得

以将大量租谷和其他物质投放市场，并在这个基础上追逐商业利益。 

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和统一帝国的出现也是促进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

央集权制国家要豢养一大批官吏和士兵，皇室和各级官府也有各种各样的消费，财政支出庞大。

现在已不能象过去那样给各级贵族划一块土地（领地、禄田，王室也是一块大的领地）就完事，

需要向编户齐民征收赋税。而且，官俸和军饷的支付，皇室和各级官府的消费，也不是光依靠

收取田租的谷物和官府组织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就能完全解决的，要有货币，要从市场上购买

一些物资。货币税因而出现了，而且一个时期内在赋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西汉货币占赋

税总量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西汉货币主要用作非信用支付手段，货币非信用支付行为最基

本的是以小农为主体的编户齐民交纳的货币税，而最引人注目、数量最大的则是俸禄和赏赐。102

为了完纳赋税，农民不得不将更多的农副产品投放市场。战国秦汉的商品经济很大程度上是赋

税拉动起来的。此外，国家统一之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不待言。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

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就是这种情形的反映。 

这样，由于原来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的社会有机体的解体，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力量从传

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交错作用下，乘时偾兴的商品经济一时演出了觥筹交

错的红火场面。不过，在这种红火场面的背后，存在着某些不稳定、不协调的因素，以至潜伏

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旧体制的解体和新体制的建立，诚然调动起各个阶层主动地或被动地参预市场的活动，但

这些交错互动的各方，却未能建立起协调的互利的关系。无论地主或是国家，他们参预市场活

动的物质基础，都是农民提供的租赋。但农民阶级就其总体而言，却往往不能从这些商品交换

的活动中获利，反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在秦汉的史籍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社会存在

着尖锐的农商矛盾。无论先秦诸子或汉代的政论家，都强调当时商人（这些兼并土地的商人，

其实也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兼并，而主要是或经常是由于政府对农民的赋敛需索，为商人

的剥削和兼并提供了可乘之机。早在战国时代，《管子》就说过：“岁有凶穰，则谷有贵贱；令

有缓急，则物有轻重。然人主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国蓄》）

西汉时晁错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

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

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

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

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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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

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人们常常征引这段话说明汉代农民的困境，其实它更是深刻地揭露了汉代农民与商人（地

主）、国家关系中不协调的以至尖锐对抗的一面。商人之所以能够兼并农民，除自然方面的灾

害因素外，社会方面的因素主要就是国家的“急政暴敛”。战国秦汉赋役相当重，在实施中往往

层层加码，随意性又很大（所谓“乡部私求，不可胜供”）。赋税交纳中，货币占很大比重，汉

代尤其如此。汉代的所谓“轻徭薄赋”，很大程度上只是以钱代役。农民为了获得足够的货币交

纳赋税，不得不出卖许多产品，包括部分必要产品。汉昭帝元凤六年诏： 

夫谷贱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其令以叔粟当今年赋。（《汉书》卷 7《昭帝纪》） 

所谓“谷贱伤农”，只有在农民普遍要出售粮食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为什么农民要出卖粮食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赋”征收货币，103农民必须出卖足够的粮食换取货币。货币税成为农民的沉重

负担，所以“以叔粟当赋”才成为一种惠政。农民一方面要卖出自己的部分必要产品，另一方面

在青黄不接或播种季节又要买回一些本来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表面上扩大了流通量，

实际上，这种流通包含了脱离其生产基础的虚假成分。这种赋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以自

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的负荷能力，它所拉动起来的商品经济损害了它自身的基础。它与商人

盘剥、自然灾害等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大量脱离农业，危及社会的正常

运转。西汉元帝时，贡禹就说谈到当时“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东汉末王符更有“资末业者

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末业”（《潜夫论》语）之说。我们知道，战国以来，生产力提高使

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成果，除了养活自己和他所负担的家小外，还可以提供一半的剩余产品，

这就是所谓“民食什五之谷”。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见税什五”的租佃制。假如全社会劳动力一

半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虽然可以勉强糊口，国家机器却难以运转，各项社会文化事业也难以

发展；假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到社会总劳动力的一半，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战国时代

的银雀山竹书《田法》中早就有“什八人作者王，什七人作者霸，什五人作者存，什四人作者亡”
的论述。“耕者不能半”和“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虽然语涉夸张，但确实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表

面上熙熙攘攘的商业繁荣，实际上是虚假的、畸形的，社会巳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 

汉代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正确的分析，他们除了遣责商

人以外，有的把矛头指向钱币本身。如汉元帝时贡禹认为许多社会弊端的根源在于钱：并主张

废除货币税： 

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

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

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 

贡禹的提议没有被接纳。但矛盾依然存在，危机愈益加深。西汉末年哀帝时又有人提出废钱的

问题。在贡禹的提议一百年后，张林的同样建议终于被汉章帝采纳实行了。这就说明，贡禹的

分析和提议接触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反映了必然的发展趋势。而国家、地主、农民关系中存

在的深刻矛盾，以及调整这种关系的必要性，是这种必然的发展趋势之所以出现的深层原因之

一。当然，赋税制度的改革，赋税中货币比重的缩小，只是部分地调节了国家、地主、农民之

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矛盾。 

上文谈到，战国以来地主和农民经济都是自给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这种基本情况魏晋

南北朝时期并没有改变，人们所说的自然经济的强化，除了钱币流通的萎缩外，主要表现之一

是地主和农民经济中自给部分的加强，地主和农民更多地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能够自我满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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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需要的基础之上。这既与战乱频仍的形势有关，也和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有关。需要指出的是，

商品经济的起伏诚然与生产力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并非一种机械的对应关系，商

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于社会的和自然的诸多因素。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偾兴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当然

是以铁器牛耕的推广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的飞跃。但除了社会生产力的因素外，还应该考虑自

然生产力的因素。当时黄河流域新开垦的土地中，有些是具有很高的天然肥力的。例如，原来

河水泛滥的荒滩地就很肥沃，利用河水灌溉，为利更溥，可以提供可观的商品粮，所谓“河淤诸

侯，亩钟之国”（《管子·国准》语）。利用河水淤灌改良盐碱地的漳水渠和郑国渠，竟成为魏

秦富强的基础。但新垦地和淤灌地的自然肥力和由此获得的丰厚利益是会衰减的，有些地方还

会出现次生盐渍化。当时农业生产也不稳定，故商情预测首先要考虑农业可能的丰歉，并形成

丰歉循环的理论。货殖家们在经营工商业同时往往要兼营粮食生产，或以某一粮食丰裕地区为

依托，这正是生产力水平不高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反映。不过，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生产力又

有新的发展。中国历史上牛耕的真正普及是在西汉中期赵过推广“耦犂”之后，这一推广的过程，

东汉时期仍然在继续。如果说，西汉初期农民与市场有着比后来更多的联系，那是因为他们的

家庭经济比较薄弱、经营的内容比较单一，不得不在较大程度上仰赖市场。这种关系是低级的、

不稳固的。所以，耦犂推广和陂塘水利发展起来后，部分农民家庭规模有所扩大，又有相当多

农民成为依附农民，基本经济单位（包括地主和农民）扩大，经营内容更丰富和复杂。这样在

特定历史条件的配合下，导致了地主和农民经济中自给经济部分的加强。这种趋势在魏晋南北

朝时代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把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的强化”绝对化，更不应

把它作为历史“逆转”或“畸变”的论据。 

总之，在我看来，战国秦汉到魏晋南北朝的变化，是在同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封建地主制

经济）和同一种经济运行方式（以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

的范畴内的变化，不能解释为奴隶制社会之转变为封建制社会和自然经济之替代商品经济。这

种变化是合乎规律的，是在国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中展开的，具有历史

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不可视为地主制经济的“逆转”或“畸变”。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Wei 

 

Li Genp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ract:  There are in academic circles different views in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between 

the Han the Wei.Some hold that it substitued the frudal society for the slave society. The others hold that it 

was fedual landlord economy taking a turn for worse or alopsided development.Yet,both views were str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of dependence and the strenghtening of natural economy.This paper is to 

deal with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 dependent tenant from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 to the Han 

Dynasty;the formation of the landlord and the peasent economy;the rise of the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fall of natural economy;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 among state,landlords and peasants.The wr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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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s his view on the social chang in this period was the change within an established social economic 

formation,the fedual landlord;it was not the substitude development,but the change occurred inevitably when 

an established economy developed in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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